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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尺牍中的复书与别纸

李 盛 尧

　 　 内容摘要:古时书信,可分为仅用一纸的单书与兼用多纸的复书两大

类。 在苏轼的传世尺牍中,复书占据着相当可观的比例,这些复书大多未

能保留其连贯、完整的本来面目,而是各纸自成一首,呈现出分散、混乱的

特征。 利用“某又启”一类标志语以及寒暄问候之语的使用规律,可以有

效地鉴别出复书中第一纸以外的别纸。 以此为基础,将别纸与作于同时

或文义相贯通的第一纸相联系,即可恢复苏轼尺牍中复书的原貌。 此外,
苏轼尺牍的不同版本间存在大量的分合歧异,这些分合歧异也需要从复

书角度加以解释。
关键词:苏轼　 尺牍　 复书　 别纸

古人作书,有单书复书之别。 单书仅用一张信纸书写,复书则用数张

信纸。 卢藏用《仪例》云:“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书疏之意本以代

词,苟能宣心,〔不〕在单复,既能叙致周备〔仪〕,首未〔末?〕合宜,何必一

封之中都为数纸。”①“一封之中都为数纸” 是对复书形式的简明概括。
复书的起源可以上溯至汉魏时期,《后汉书·窦融列传》 李贤注引马融

《与窦伯向书》云:“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于面也。 书虽两

纸,纸八行,行七字。”②显然,孟陵奴送到的两纸之书正是一通典型的复

书。 《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云:“权为笺与曹公,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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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转引自杜友晋:《新定书仪镜》,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3 年,第 360 页。 按,“不”“仪”二字为《新定书仪镜》底本伯 3637 号写卷所阙,
整理者据伯 4036 号写卷补入;“未”字较难辨认,整理者疑其为“末”字。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二三,中华书局,1965 年,第 821 页。



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①其中的“别纸”是

一个与复书相伴生的概念,意指复书中第一纸以外的其他信纸,由此可

知,孙权寄与曹操的书信同样采用了复书的形式。
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书信形式,复书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然

而,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晋、唐两代②,至于宋人书信中的复书则尚未

得到充分的重视。 本文拟将宋人尺牍的代表———苏轼尺牍纳入复书研究

的视阈之中,综合参考多方面的依据,对苏轼尺牍中的别纸加以鉴定,进
而还原复书的原始形态,并在此基础之上探讨苏轼尺牍在不同版本间的

分合歧异。

一、对苏轼别纸的鉴定

从唐代书仪的发展趋势来看,复书在唐时曾经颇受冷落,其间一度出

现过从复书向单书靠拢、转变的风气③,不过,进入宋代以后,复书通信又

再次成为时尚,甚至还呈现出日益盛行的趋势。 吴曾《能改斋漫录》载:
“唐卢光启策名后,扬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浚。 浚出征并汾,卢每致书

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学之。 盖重叠别纸,自光启始也。 见《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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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陈寿撰,陈乃乾校点:《三国志》卷四七,中华书局,1959 年,第 1119 页。

 

关于晋人复书,祁小春有系列论文《关于王羲之尺牍中的单书复书问题》 (《山阴道

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7 年,第 263—282 页)、《法帖

中所见“复书”形式再考———以王廙〈两表〉为例》(《中国书法》2019 年第 11 期,第
178—181 页)、《晋人尺牍中“复书”形式三考———以晋人杨羲、许翙尺牍新材料作

为研究的尝试》 (《书法研究》2021 年第 4 期,第 40—61 页)加以探讨;唐人复书的

研究成果则以吴丽娱《关于别纸和重叠别纸》 (张涌泉、陈浩主编:《浙江与敦煌学:
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407—420 页)、
《唐代书仪中单、复书形式简析》 (《礼俗之间———敦煌书仪散论》,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5 年,第 121—158 页)、《再论复书与别纸》(《礼俗之间———敦煌书仪散论》,
第 159—181 页)、《关于晚唐五代别纸类型和应用的再探讨———〈新集杂别纸〉研

究之二》(《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三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189—
209 页)等论文为代表;此外,陈静《“别纸”考释》(《敦煌学辑刊》1999 年第 1 期,第
105—114 页)、王使臻《出土唐宋“别纸”文体相关问题考述》(《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2 期,第 67—72+97 页)等文对宋人复书亦有涉及,然皆

着墨较少,未能充分深入。

 

详参吴丽娱:《唐代书仪中单、复书形式简析》,《礼俗之间———敦煌书仪散论》,第
150—151 页。



梦琐言》。 乃知今人书简务为多幅,其来久矣。”①文中称“重叠别纸”的

通信形式始于卢光启,其事颇有疑点②,但“今人书简务为多幅”,且多遵

循“凡一事别为一幅”这一书写原则的说法,则应是对当时风气的如实描

述。 此外,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南宋时期的小简往往“多其幅至十

幅”③,其用纸之多亦超过前代。
作为宋人,苏轼自然难以超脱于时代风气之外,而在苏轼的传世尺牍

中,也确实时常可以见到复书来往的痕迹,《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二十

二有云:“某启。 专使至,远辱手诲累幅,伏读感慰。”④《与章子平十二

首》其九有云:“某疏拙多忤,吾兄知之旧矣。 然中实无他,久亦自信。 示

谕别纸,读之甚惶恐。”(卷五五,第 1642 页)可见,滕达道、章子平寄与苏

轼的来信均属复书。 而苏轼本人作书,也不排斥复书这一形式,《与王定

国四十一首》其八有云:“信笔乱书,无复伦次,不觉累幅。” (卷五二,第
1518 页)《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三十有云:“兄弟之情不可隐,故具别纸

冒闻,千万亮其本心恕罪,幸甚。” (卷五四,第 1600 页)皆可为证。 可以

想见,在苏轼的尺牍中,必然多有采用复书形式者,然而,要将这些复书与

单书区分开来却并非易事。
苏轼尺牍并非本人所自编,而是由后人依据其传世书帖编纂成集,在

早期的版本中,苏轼尺牍往往以“帖”为基本单位,以元刻本《东坡先生翰

墨尺牍》为例,集中各个题目之下均标有相应的帖数,如“凡五帖” “凡九

帖”“凡二帖”⑤之类,而在南宋魏齐贤、叶棻所编的《圣宋名贤五百家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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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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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书简用多幅”条,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

宋笔记》第五编第 3 册,大象出版社,2012 年,第 33 页。

 

据吴丽娱考证,重叠别纸在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中即已出现,其时在卢光启“出

征并汾”之前,详参吴丽娱:《关于别纸和重叠别纸》,张涌泉、陈浩主编:《浙江与敦

煌学:常书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第 418 页。

 

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三,中华书局,1979 年,第 37 页。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一,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482 页。 按,《苏轼文集》
以明末茅维编刊《苏文忠公全集》为底本,茅本对苏轼尺牍收录最全,且逐篇标有序

号,便于指称,较《东坡先生翰墨尺牍》 《东坡先生外集》等版本皆有明显优势。 本

文引用苏轼尺牍,原则上皆以《苏轼文集》为据,为避免繁琐,随文标注卷数页码。
元刻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仅存残本两卷,现藏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7037)。 此

外,《东坡先生翰墨尺牍》另有清《纷欣阁丛书》本全帙十卷传世,然题下所标帖数

皆遭删略,仅卷二《与钱穆父》题下尚有“凡二十七帖”之注语,为删略未尽之遗迹。



芳大全文粹》中也同样可见“与范蜀公三帖” “与司马温公三帖”①等题

目。 尽管在《苏轼文集》的底本———明人茅维所编《苏文忠公全集》 中,
“帖”已为“首”所代替,但一首尺牍与一幅书帖的对等关系则并未改变,
也就是说,一首尺牍在性质上有着多重的可能:既可能对应着单书的全

篇,也可能仅为复书中的一纸———或为第一纸,或为第一纸以外的别纸,
要从单、复书角度考察苏轼尺牍,首先必须确认诸篇目的性质。 事实上,
单书与复书中的第一纸在内容与形式上均颇为近似,而别纸则与二者判

然有别,其特征最为显著,利用这些特征,对苏轼尺牍中的别纸加以鉴定,
当是进一步认识苏轼复书的必由之路。 兹将别纸的鉴定途径分述如下。

(一)利用篇首的“某再启”鉴定别纸

书信是一种礼仪性质浓厚的文体,在形式方面往往有严格的规定,而
要了解北宋期间书信的形式要求,最重要的文献当属司马光所著的《司

马氏书仪》,其中明确记载着“别简”亦即别纸的程式:
某启。 或云再启,或云又启。 述事云云。 某顿首再拜。②

而“与平交手简”的程式则为:
某启。 述事云云。 不宣。 某顿首。

 

某位足下,或云左右。 日。③

“某位”意指对受书人的称谓,如“某某阁下”“某某左右”之类,而“日”则

指作书之日期。 此外,《司马氏书仪》中亦载有“上稍尊手启”以及“与稍

卑手简”的程式,其中前者以“某再拜”起始,以“谨奉启不宣。 某再拜”结

束④,而后者则同样以“某启”起始,但结束语则为“某咨白”⑤,至于篇末

所另行书写的敬称与日期,则为三类手简所共有。 事实上,无论受信人的

身份如何,三类手简就形式而言均属于单书,将别纸的程式与单书相比

照,可以发现别纸的特征主要有二:一是别纸有以“再启”或“又启”起始

者,而单书虽然有着多样的起始语,却不能使用“再启”或“又启”开篇;二
是别纸篇末并无对受信人的称谓,亦不署日期,而单书则例皆有之。 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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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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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齐贤、叶棻编:《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九,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台北

汉学研究中心藏一百二十六卷抄本,1987 年,第 583 页。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一,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0 页。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一,第 10—11 页。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一,第 10 页。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卷一,第 11 页。



复书第一纸的情况,《司马氏书仪》中并无明确交代,不过,根据宋人尺牍

的实际面貌,仍然不难了解复书第一纸的标准程式。 兹以王令《定吴夫

人书》为例略作说明,其文云:
令启:昔者,闻门中之淑,而士大夫言宜之。 令始放意以及,且不

自实,宜乃谓得请耶? 已辱来命,切羞其非当,虽然,何辞及矣。 秋

初,热尚于前,惟尊候安否? 比近何如? 伏惟万福。 辄有末币,闻
〔开〕在别纸。 七月初九日。 不宣。 令再拜。 丈人都曹坐前。①

文中即云“辄有末币,开在别纸”②,可见此首尺牍当为复书中的第一纸,
其篇首以“某启”发端,篇末则书有称谓与日期,在程式上与单书并无二

致。 而别纸的两大特征亦可借此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某再启”正是基于

第一纸的“某启”而言,至于称谓与日期的阙如,则是因为这些内容已具

于前幅,故不必再重复。
在苏轼的传世墨迹中,即不乏形式特征鲜明的别纸,例如台北故宫博

物院所藏之《久留帖》,其文曰:
轼再启。 久留叨思,频蒙馈饷,深为不皇。 又辱宠召不克赴,并

积惭汗,惟深察深察。 轼再拜。③

此帖以“再启” 始,且篇末并无称谓与日期,可知其为别纸无疑。 此外,
《晚香堂苏帖》所载《不获再会帖》同样兼具别纸的两大特征,自然也应属

于别纸。 需要注意的是,“轼再启”并不一定处于篇首,也可能被署于篇

末,例如赵琦美《赵氏铁网珊瑚》所载之《东坡恕察帖》:
令弟不及别幅,惟恕察。 见舍弟,幸为道无恙也。 浙中有干示

谕,轼再启。④

可见,作为别纸的一大特征,“再启”在位置上其实不无通融的余地。
总之,就墨迹而言,“再启”必然与称谓、日期的阙如相伴生,两者可

以为别纸的鉴定提供双重依据。 然而,对于文集中的尺牍而言,情况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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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令著,沈文倬校点:《王令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303 页。
“辄有末币,开在别纸”意指用别纸书写礼物名目。 事实上,宋人复书中的别纸并非

仅用于书写书信正文,随信寄出的诗词、礼单,乃至下文提及的慰疏等带有附件性

质的内容也往往被书写于别纸。
图见《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 10 卷,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 年,第 28 页;释文见《故
宫历代法书全集》第 10 卷,第 201 页。

 

朱存理集录,韩进、朱春峰校证:《铁网珊瑚校证》书品卷二,广陵书社,2012 年,第
168 页。



所不同。 如前文所述,苏轼文集中的尺牍来源于书帖,但书帖一旦入集,
其中首尾的程式化内容往往会遭到删削。 例如南宋汪应辰所辑《东坡苏

公帖》收有《与醇夫给事侍讲书》一幅①,此书亦见于《苏轼文集》,为《答

范纯夫十一首》其五(卷五十,第 1455 页),与帖文相较,集本篇首少“轼

启”二字,篇末少“轼再拜醇夫给事侍讲阁下九月廿七日”16 字,显然,这
些内容皆被编者删略。 对集本尺牍而言,首尾套语的删略是一种普遍的

现象,不过,篇首与篇尾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篇首的“某启”“某再启”固然

遭到了大量的删略,但得以保留者亦不在少数,而保留有称谓、日期的篇

目在集本中则是一例难求。 也就是说,对集本尺牍而言,依据称谓、日期

有无来鉴定别纸的办法已不再适用,而那些删略未尽的“再启”也就成了

别纸在形式上的唯一特征。 在《苏轼文集》中,以“再启”起首的篇目共有

27 首,分别为《与司马温公五首》其二,《答范蜀公十一首》其五②,《与曾

子宣十三首》其十、其十二,《与刘仲冯六首》其四,《与滕达道六十八首》
其二、其十五、其四十、其四十四、其四十六、其六十七,《答李方叔十七

首》其九,《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二、其三十一③、其五十四,《与程全父

十二首》其十,《与章子平十二首》其五、其七,《与人》 (卷五五,第 1645
页),《与王敏仲十八首》其九、其十三,《与袁真州四首》其四,《与上官彝

三首》其二,《与陆秘校》,《与张逢六首》其四,《与萧世京二首》其二,《与

南华辩老十三首》其十,此外,尚有以“轼再启”结尾的《与程正辅七十一

首》其六以及以“又启”起首的《与参寥子二十一首》其九,这 29 首尺牍皆

应以别纸视之。
(二)利用寒暄问候之语的使用规律鉴定别纸

根据“某再启”鉴定别纸固然简捷准确,但并非全部别纸皆以“再启”
起始,而即使是以“再启”起始的别纸,篇首的“再启”也有被删略的可能。
因此,单据“再启”鉴定别纸,所遗漏者必然甚多,而要全面地鉴定苏轼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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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苏公帖》,启功、王靖宪主编:《中国法帖全集》第 6 册影印北京市文物公司藏

一册本,湖北美术出版社,第 233—234 页。

 

《苏轼文集》卷五十载《答范蜀公十一首》其五篇首作“某□启”(第 1447 页)。 该首

尺牍亦见于《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卷一叶二(《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元

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据之可知“□”当为“再”字。

 

《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三十一(卷五四,第 1602—1603 页)在形式上较为特殊,实
为两幅书帖之总和,其后半部分以“再启”始,姑亦记为一首。



牍中的别纸,仍需寻求更为通用的鉴定标准。
敦煌写卷 P. 3906 号《唐代书仪》载:“凡修书,先修寒温,后便明体

气,别纸最后。”①据此可知,用以“修寒温” “明体气”的套语应书写于复

书中的第一纸,而不属于别纸的内容范畴。 祁小春依据唐时的多种文献

将单书与复书在内容层面的区别总结为:“单书寒暄之后论事。 复书一

纸寒暄,一纸论事。 也有在第二纸中适当地重复第一纸中相应的寒暄套

语。”②也就是说,在单书或复书的第一纸中,例应具备寒暄问候之语,而
别纸之中则少有此类内容,根据这一特点,就可以实现对别纸的初步鉴

定。 不过,上述结论皆是基于唐代的通信情况而言,时过境迁,这样的结

论对宋代尺牍是否仍然成立,还需要结合前文所鉴定出的别纸实例加以

验证。 而在验证之前,首先应明确“修寒温”“明体气”的具体形式。 在苏

轼尺牍的尺牍中,用以“修寒温”者不过“春暄” “冬寒”等语,可以一望而

知,但用以“明体气”的问候之语则有着较为多样的形态。 在去书之中,
问候语往往带有问询、猜想之意,如“比日起居何如” “伏想台候胜常”之

类,皆专用于去书,而答书之中的问候语如“伏审尊体佳胜” “且喜体中佳

适”等则皆表露出获悉之意③。 此外,若致书对象为僧道,问候时需改用

“法履安胜”“道体佳胜”等语,而若致书对象为居丧之人,则需改用“孝履

支持”“孝履粗遣”等语,总之,问候语不仅在去书与答书之中有所差异,
有时也会因为受书人的身份而改换面貌,其形式堪称多变。 然而,无论是

何种形式的寒暄问候,在苏轼尺牍的别纸中均难得一见,前文所鉴定出的

别纸尺牍共计 29 首,其中有寒暄问候语者仅有两例,即《与上官彝三首》
其二与《与参廖子二十一首》其九,前者文中有“比来起居佳否”(卷五七,
第 1713 页) 之问④,后者则有云:“畏暑,伏惟法履清胜。” (卷六一,第
1862 页)是为仅有的例外。 这两首别纸中为何会出现寒暄问候语,其原

因未可具知,或即属于“在第二纸中适当地重复第一纸中相应的寒暄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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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29 册,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3 年,第 180 页。

 

祁小春:《关于王羲之尺牍中的单书复书问题》,《山阴道上:王羲之书迹研究丛

札》,第 266 页。 祁小春所言“寒暄套语”实为寒暄语与问候语之总和。

 

答书中的此类套语并无询问意,就严格意义而言,并非“问候”之语,此为表述之便,
姑仍以“问候”称之。
按,寒暄语与问候语往往连贯使用,但在苏轼尺牍中亦多有不叙寒暄仅问体候的篇

目,此即一例。



语”的案例,不过,对苏轼尺牍而言,别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不涉及寒

暄问候则是无可争议的。
然而,要将“不含寒暄问候语”认定为别纸的独有特征,还需从反面

验证寒暄问候语在非别纸中的必须性。 非别纸即单书或复书第一纸,其
最显著特征是篇末书有称谓与日期,但在集本中,篇末的称谓与日期皆已

被删去,故无法以之为据确定其中的非别纸篇目。 所幸,在《苏轼文集》
所附的《苏轼佚文汇编》中,尚收有一批称谓、日期齐备的尺牍①,这些篇

目或出自《西楼帖》等传世法帖,或出自《宝真斋法书赞》等书法文献,皆
可确定为非别纸。 通检《苏轼佚文汇编》,可知此类非别纸篇目共计有 47
首,而其中无寒暄问候语者仅有四首,即《与杜道源五首》其二、《与徐得

之二首》其一、《与陈季常四首》其一、《与吴先辈》。 这些特例不仅在比例

上为极少数,而且具有明显的共性,即受书人皆与苏轼相距不远②,在这

样的情境下,通信双方对彼此的近况均颇为了解,故通信可以一切从简,
不必再作寒暄问候的套语。 总之,就苏轼尺牍而言,别纸绝大多书皆无寒

暄问候之语,而单书或复书中的第一纸则与之相反,因此,可以根据寒暄

问候之语的有无对苏轼尺牍中的别纸与非别纸加以区分。 这种鉴定别纸

的方法虽然在精确度上稍有不足,但在通用性上,则有其无可比拟的优

势,而且,若能慎重地处理那些寄给邻近友人的篇目③,这种精确度上的

缺陷也可以得到一定的弥补。
依据别纸与寒暄问候的互斥原则,通检苏轼尺牍,可以发现其中的别

纸其实占据着很高的比例,以《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为例,其中无寒暄问

候语的别纸篇目共计 43 首,其比例接近全部篇目的三分之二,又如《与范

元长十三首》中的别纸篇目为 9 首,《与曾子宣十三首》中的别纸篇目也

是 9 首,占比皆相当可观。 当然,在苏轼尺牍中,别纸并非总是如此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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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佚文汇编》共计七卷,其中卷二至四为尺牍。 以下简称“《汇编》”。
在四首无寒暄问候语的非别纸篇目中,前三首均作于黄州,其时杜道源、徐得之、陈
季常亦皆居黄州。 《与吴先辈》中有“适辱访别”(《汇编》卷四,第 2501 页)之语,可
知其作于两人初别之时。

 

《与钱济明十六首》其十一、其十四,《与米元章二十八首》其二十二、其二十六等篇

目即属此类篇目,且根据尺牍内容可知当时通信双方的交往极为频繁。 这些篇目

在形式上可能有所简化,或即与《与杜道源五首》其二、《与徐得之二首》其一等属

于同类,因此虽然其中并无寒暄问候之语,但若据之将其认定为别纸则有武断

之嫌。



如《与知县十首》中就仅有 1 首书于别纸,而《与程懿叔六首》中则更是无

一别纸篇目。 不过,就总体而言,苏轼尺牍中的别纸仍然多达半数以上。
如此高的别纸比例看似惊人,但实际上并不足怪,这一方面是缘于复书的

频繁应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复书并不等于两纸之书,其中亦有包含三

纸、四纸甚至更多信纸者,这自然也会导致别纸数量的大幅增加。
(三)对《东坡先生往还尺牍》体例的再审视

此外,要进一步了解苏轼尺牍中的别纸,还应对《东坡先生往还尺牍》
一书予以重视。 《东坡先生往还尺牍》今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全本十卷,
未署编者,当为坊刻之书。 《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在编排次序上与另一种苏

轼尺牍专集《东坡先生翰墨尺牍》相近,但收文数量不如后者丰富①,加之

发现较晚,因此一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细考其体例,可以发现此

书对尺牍中的别纸有所标示。 在《东坡先生往还尺牍》中,有部分篇目在首

字之前标有“〇”符号,与其他直接以首字顶格书写的篇目迥然有异。 这些

以“〇”起首的尺牍共计四十九首,其篇幅、内容皆不一律,但却无一例外地

不含寒暄问候之语。 考虑到不含寒暄问候语正是别纸的特征,“〇”显然应

该被理解为别纸的专属标示符号。 此外,《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卷七收有

《与程正辅三十四首》,其三十、其三十二②尤其值得注意。 其三十有云:
近又体问得一事,本州诸军,多阙营房,多二人共一间,极不聊

生。 其余即散居市井间,赁屋而已。 不惟费耗,军人因此窘急作过。
又本都无缘部辖,靡所不为,公私之害,可胜言哉。 某得罪居此,岂敢

僭管官事,但此事俗吏所忽,莫教生出一事,即悔无及也。 兄弟之情

不可隐,故具别纸冒闻,千万亮其本心恕罪,幸甚。③

可见苏轼对军人“多阙营房”的现状深感忧虑,并欲将相关看法书于别

纸,以呈于程正辅,而其三十二则皆为关于营房问题的具体建议,由此可

见,其三十二当为其三十中所提到的“别纸”。 在书写形式方面,其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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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枰统计,《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实为《纷欣阁丛书》本《东坡先生翰墨尺牍》的前

四卷及第五卷的部分(江枰:《苏轼散文研究史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342—343 页)。

 

《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卷七《与程正辅三十四首》其三十至三十三在《苏轼文集》中合

为一首,为卷五四《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三十(第 1600—1601 页)。 关于苏轼尺牍

的分合歧异,将在第三节专门论述。

 

苏轼:《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卷七,叶六。



直接顶格书写,而其三十二则以“〇”起首,这一案例同样可以证实“〇”
正是用以标示别纸的专用符号。 不过,《东坡先生往还尺牍》的这一体例

未能贯彻全书,十卷之中,标有“〇”符号的篇目均集中于第四至九卷,而
其余四卷所收篇目,即使并无寒暄问候语,也均未用“〇” 标示,如卷一

《与刘仲冯六首》其二、其四、其六,卷十《与章质夫三首》其一、其三,皆为

其例。 尤其是《与刘仲冯六首》其四,以“某再启”发端,其为别纸的属性

无可置疑,但也同样未被冠以“〇”符号。 另一方面,《东坡先生往还尺

牍》第四至九卷中不涉寒暄问候的篇目也并未全都以“〇”标出,例如卷

五《与黄鲁直四首》其一、其二、其四,卷六《与张嘉父七首》其一、其三等,
数目亦不小。 《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出于坊刻,在体例上存在疏漏,实不

足怪,而在鉴定别纸一事上,《东坡先生往还尺牍》中的“〇”符号也仅可

作为一种辅助性证据,并不具备一锤定音的效力。
需要补充的是,《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卷八《与程正辅四十首》其二十

七值得特别关注,其文云:
蜜,此中虽有亦多伪。 如有真者,更求少许。 既绝肉五味,只知

此麨及淡面,更不消别药,百病自去。 此长年之真诀,但易知而难行

尔。 弟发得志愿甚坚,恐是因灾致福也。①

此首尺牍有墨迹传世,见《东坡苏公帖》②,据墨迹,可见此段文字低一格

书于《与程正辅四十首》其二十六之左,并与前首尺牍共用一纸③。 从严

格定义而言,此段文字不应被视为别纸篇目,而应属于前首尺牍之附言。
在《东坡先生往还尺牍》中,这种以“〇”起首的附言或许并非孤例,而依

据寒暄问候语鉴定别纸,也同样无法排除此类附言的干扰。 遗憾的是,在
墨迹不存,且无“某再启”一类显著标志的情况下,将附言与别纸精确地

区分开来并不现实。 不过,退一步讲,附言与别纸其实均为不涉寒暄问候

的补充性内容,若撇开用纸层面的差异,仅从文体层面着眼,两者几乎毫

无差异,这种同质性阻碍了对两者的进一步区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弥

了区分的必要性。 从这一角度来看,若无确凿证据可凭,则不妨将附言统

摄于“别纸”的名义之下,而不必孜孜于两者间的精确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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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卷八,叶七。
《东坡苏公帖》,《中国法帖全集》第 6 册,第 237 页。 按,“知”字,尺牍墨迹作“啖”。
《与程正辅四十首》其二十六、其二十七在《苏轼文集》中合为一首,为卷五四《与程

正辅七十一首》其五十三(第 1612—1613 页)。



二、苏轼复书的还原及其意义

通过前文的梳理,苏轼尺牍中别纸的形式特征及鉴定方法已经明晰,
不过,别纸并非完整的书信,而要了解一通书信的全貌,就必须将别纸与

相应的第一纸联系起来,以恢复其原本的复书形态。 关于复书还原一事,
在既有的研究中其实已不乏可供参考的成功案例,例如清人王文诰就曾

指出《与司马温公五首》其二篇首的“某再启”的含义:“此书与前所载书

同发,故云再启也。”①就今人著作而言,《苏轼全集校注》在相应的注文

中断定《与通长老九首》其二“与上首同时。 实为上首附言”②,而朱刚则

将《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中的其七、其八两首联系起来,提出:“第 7 首有

‘意谓途中必一见,得相参扣’语,第 8 首头上无‘某启’一类的起首语,直
接说‘某欲见面一言者’,看来与第 7 首连贯,甚至就是在第 7 首后面附了

一页,也有可能。”③这些论断虽然并未提及“复书” “别纸”等名目,但实

际上均有意无意地实现了复书的还原。 不过,这样的案例毕竟数量有限,
未成规模,要系统性地还原苏轼尺牍中的复书,仍需从宏观层面着眼,总
结在别纸与相应的第一纸间确立联系的通法。

在一通复书之中,第一纸与其别纸当作于同时,因此,复书还原必然

要以各首尺牍的编年为基础。 而要讨论编年问题,首先应正确认识苏轼

尺牍的编次顺序。 苏轼尺牍版本众多,而在不同版本间,尺牍的编次顺序

亦多有不同。 《东坡先生翰墨尺牍》与《东坡先生往还尺牍》次序相近,两
者皆以受书人为序编排尺牍;《东坡先生外集》与《东坡续集》则代表了另

一种编排方式,两者皆以写作时地为大纲,首先将篇目依次划分入“京

师”“凤翔”“除丧还朝”等 21 个阶段,然后再以受书人为序加以排列。 明

末茅维编刊的《苏文忠公全集》沿用了《东坡先生翰墨尺牍》以受书人为

序的编排方式,其中受书人的排列顺序与《东坡先生翰墨尺牍》 多有相

同,同时也吸纳了《东坡先生外集》的编年信息,其书“以人为纬,有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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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五,天津图书馆藏清道光三年(1823)刻

本(索书号:P8118),叶六。

 

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 卷六一,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6753 页。

 

朱刚:《苏轼与滕达道尺牍考辨》 《苏轼苏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47—148 页。



尺牍者,则大体按写作时间排列”①。 这种以时间为序的编排方式对于复

书的还原有着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在还原复书时,应首先考虑将《苏轼

文集》中相邻篇目加以合并的可能性②。 不过,茅维的编次也并非绝对严

谨,例如《与赵德麟十七首》其一作于元祐六年(1091),其二则作于元祐

五年(1090)③,其时间先后显然与编排次序并不相符,何况即使编次无

误,相邻的篇目之间也大多存在时间差异,因此,要确定不同篇目的同时

性,在参考编次之余,仍需从其他方面寻求更为有力的证据。
关于苏轼尺牍的具体编年,学界已经给出了较为完善的答案,而通览

各篇目的写作时间,可以发现其中作于同时者并不鲜见,例如《与通长老

九首》其六、其七:
人至,辱手书,感佩至意。 且审比来法候佳胜。 衰病,归兴日深。

昨日忽召还禁林,殊异所怀,已辞免乞郡,然须至起发前路听命也。
劳生纷纷,未知所归宿。 临书慨叹,会合无时,千万为众自爱。 迫行

纷然,幸恕不谨。
示谕,石刻,浙中好事者多为之,老人亦尔耶? 呵呵。 惠茶,感

刻,仓卒中未有以报。 此方有所须,可示及也。 大觉正月一日迁化,
必已闻之,同增怅悼。 某却与作得《宸奎阁记》,此老亦及见之。 事

忙,未及录本寄去,想非久必自传到也。 (卷六一,第 1878 页)
苏轼于元祐六年(1091)二月二十八日在杭州任上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
继而于三月六日启程返京。 据“昨日忽召还禁林”之语,可知前首尺牍作

于元祐六年二月二十九日,而后首尺牍中的“仓卒中未有以报”之语,则
可证明其作于同年的二月二十九日至三月六日期间,已获召还而尚未启

程之时④。 可见,两首尺牍在写作时间上至多不过相差六日。 其时苏轼

身在杭州,而通长老则居于苏州,考虑到通信的距离与成本,六日之内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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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点校说明,第 3 页。 关于《苏文忠公全集》 “尺牍”的编排

次序,参见朱刚:《东坡尺牍的版本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十二辑,凤凰

出版社,2010 年,第 192—194 页。

 

《东坡先生往还尺牍》在编排次序上不如《苏文忠公全集》严整,但其中标有“〇”的

篇目则往往为前篇尺牍之别纸。
编年参见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卷五二,第 5787、5789 页。

 

两首尺牍之编年参见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卷六一,第
6757—6758 页。



续两次寄出回信①并不合乎常情,相较而言,两首尺牍作为一通复书中的

不同纸幅同时寄出的可能性显然更大。 此外,两首尺牍各自的属性亦足

以支持这一论断,前首尺牍开篇即云“且审比来法候佳胜”,符合复书第

一纸的程式规范,而后首尺牍则不作寒暄问候之语,因此当属于别纸。 综

合上述因素,可以断定两首尺牍属于同一复书,而将两者依次拼合,即可

恢复其书写时的原貌。 又如《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三十九、其四十,两
首尺牍皆作于元丰八年(1085)五月,且前者具备寒暄问候语,而后者为

以“某再启”起首的别纸,因此也同样可以拼合为一通复书②。 此外,在苏

轼尺牍中,编年高度相近的篇目尚有《与欧阳仲纯五首》其一、其二,《与

程正辅七十一首》其十四、其十五,《与参廖子二十一首》其六、其七,《与

南华辩老十三首》其三、其四等,对于这些篇目,也应当依据同样的逻辑

加以拼合,使其还原为原始的复书形态。
同一通复书的不同纸幅不仅在写作时间上高度集中,就内容而言,也

往往表现出明显的连贯意味。 当编年方面证据不足时,若能充分考虑不

同篇目间内容的连贯性,同样也可以实现复书的还原。 例如《与程正辅

七十一首》其四十二、其四十三:
某启。 昨日附来使,上状,必达。 稍凉,起居佳胜。 见严推言,邑

君尝服药,寻已平愈,今想益康健。 秋色渐佳,惟冀倍加寝膳。 不宣。
某启。 严令清约,恤民之心,必蒙顾虑也。 有两事托面闻,幸恕

草次。 (卷五四,第 1606—1607 页)
前首尺牍言及“严推”,而后首尺牍则为“严令”美言,事实上,“严推”即

为“严令”,而据“有两事托面闻”可知,严令实为此封书信的送信人。 两

首尺牍在内容上围绕严令,连贯而下,可据此将二者拼合为一通复书。 在

苏轼尺牍中,这种在不同纸幅间反复提及送信人的复书可谓常见,例如

《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十云“因杨道士行,奉启上问”,其五十八云“杨道

人名世昌,绵竹人,多艺。 然可闲考验,亦足以遣懑也。 留此几一年,与之

稍熟,恐要知”(卷五一,第 1478、1493 页);《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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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通长老九首》其六云“且审比来法候佳胜”,其七云“示谕石刻”,可知二者皆为

回信。
复书的还原本质上是复书之第一纸与相应别纸的组合,故所涉篇目必须兼有包含

寒暄问候之语的第一纸与不含寒暄问候之语的别纸,下文所举复书还原之案例,皆
以此为基础,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具述。



“马朝请过此,议论脱然,必知所以待定国者”,其十一云“马公过此嘉便,
无好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许,谩充信而已”(卷五二,第 1519 页);《与程正

辅七十一首》其六十一云“宪掾顾君至,辱手书,感慰倍常。 顾君信佳士,
伯乐之厩,固无凡足也”,其六十二云“附顾君的信,封角草草” (卷五四,
第 1617—1618 页)文中的“杨道士”“马朝请”“宪掾顾君”皆为送信之人,
因此,有理由认为,这三组尺牍也大概率是由三通复书拆分而来。

需要补充的是,王文诰将《与司马温公五首》其二认定为“与前所载

书同发”,其实也参考了两首尺牍间的连贯性,《与司马温公五首》其一有

云:“伏辱赐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其二则云:“《超然》之作,
不惟不肖托附以为宠,遂使东方陋州,以为不朽之美事,然所以奖与则过

矣。”(卷五十,第 1441 页)前首概言获寄《超然台诗》一事,后首则详言

《超然台诗》的读后感想,其间的连贯意味极为明显,足以证明二者属于

同一复书。 这种不同篇目言及同一作品的现象在苏轼尺牍中亦不鲜见,
例如《与陈季常十六首》其七、其八均言及陈季常的“武昌一策”,《答庞安

常三首》其一、其二均言及庞安常所著《伤寒论》,此等篇目,亦皆可通过

拼合还原为复书形式。 至于《与程彝仲六首》其五、其六之间的联系则相

对隐晦,前者云:“又读别纸所记园亭山水之胜,废卷闭目,如到其间,幸
甚! 幸甚!”后者云:“所要亭记,岂敢于吾兄有所惜,但多难畏人,不复作

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 千万体察,非推辞也。 远书不欲尽言。 所示自是

一篇高文,大似把饭叫饥,聊发千里一笑。” (卷五八,第 1751—1752 页)
细味二文文意,可以想见程彝仲来书请求苏轼作一亭记,并将园亭的概况

书于别纸,以供作记之需。 如此,则后首尺牍中所谓的“高文”实际上即

指前首尺牍提到的记有“园亭山水之胜”的别纸,而苏轼这两首尺牍也应

被视为一通复书中的两纸。
当然,在苏轼尺牍中,彼此之间存在连贯意味的篇目远不止此,而其

间连贯性的表现也各有不同,绝非以上两种类型所能尽数概括,兹再举数

例,以见其大略。 《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二十五云“某已得颍州,极慰所

欲,但不副张公之意”,其二十六云“得颍藏拙,余年之幸也。 自是刳心钳

口矣。 此身于我稍切,须是安处,千万相信。 日与乐全翁游,当熟讲此理

也”(卷五二,第 1525—1526 页);《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五云“比日涉履

风涛,起居佳胜”,其六云“轼深欲出迎郊外,业已杜门,知兄知爱之深,必
不责此,然愧悚甚矣。 专令小儿去舟次也” (卷五四,第 1591 页);《与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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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六首》其四云“闲废之人,径往一见,谓必得之,乃尔龃龉,人事真不

可必也”,其五云“不得一见而别,私意甚不足”(卷五五,第 1647 页);《与

孙子发七首》其三云“忝乡且亲,平时不为不知公,因此行,观公举措,方
恨前此知公未尽,勉进此道为朋友光宠”,其四云“子发以古人自期,信道

深笃”(卷五六,第 1685 页);《与袁真州四首》其三云“某虽已达长芦,然
江流湍驶,犹当相风而行”,其四云“恨不飞驰,然须风熟乃敢行尔”(卷五

六,第 1712 页);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篇目也都可以依据其连贯性加

以拼合,使其还原为复书。
苏轼的复书大半皆由两纸组成,但其中亦不乏兼用三纸、四纸者,多

纸复书的情况稍显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因此仍然可以使用相同的逻辑

实现还原。 例如《与欧阳仲纯五首》其三有云“传闻车马已到宛丘,相去

甚近,书问自此可时相及矣”,可知其作于欧阳仲纯初到宛丘之时;其四

有云“崔度者,顷年在陈,与之甚熟。 今作过海之行,妻子仍在陈学,幸略

与垂顾”,意在请求欧阳仲纯照顾寄身于陈州州学的崔度妻儿,宛丘为陈

州州学所在,其与前首尺牍的顺承关系可谓明显;其五则云“宛丘谁与往

还,有可语者否”(卷五三,第 1561 页),就文义而言,亦与前两首紧密相

承。 据此,可将三首尺牍拼合为一通复书。 又如《与胡郎仁修三首》,其
一篇首云“得彭城书,知太夫人捐馆,闻问,哀痛不已”,可知其作于胡仁

修丧母之时;其二以“某慰疏言”开篇,当为书于别纸的慰疏①;其三的性

质较为特殊,其致书对象实为“小二娘”,即胡仁修之妻,其篇首云“小二

娘知持服不易,且得无恙,伯翁一行并健” (卷六十,第 1843 页),可知其

当作于同时。 可以想见,在苏轼寄与胡仁修的信函中,不仅附带着用别纸

书写的慰疏,同时还附有一纸专门写给小二娘的短书,而《与胡郎仁修三

首》实际也不过是一通复书的不同组件而已②。 此外,《答李方叔十七

首》其一、其二、其三,《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五十六、其五十七、其五十

八,《与净慈明老五首》其二、其三、其四等亦皆应以复书视之。 至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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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慰疏是一种专表吊慰之意的应用文体,多用别纸书写。 关于慰疏之形式,详参

朱熹:《家礼》卷四“慰人父母亡疏”条(朱熹撰,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 7 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931—932 页)。

 

朱刚《“小二娘”考———苏轼〈与胡郎仁修〉三简释读》提出《与胡郎仁修三首》“其实

只是依内容分为三部分,原貌很可能只是一个帖子”(朱刚:《苏轼苏辙研究》,第 132
页),已经认识到三首尺牍间的密切关系,但其推测三者属于同一帖子,则未尽允当。



张文潜四首》则是苏轼尺牍中少见的四纸复书,将四首尺牍合而为一看

似颇为冒险,但实际上却更加符合当时的通信情境。 四首尺牍皆作于绍

圣二年(1095),其时苏轼谪居惠州,而张耒则在宣州知州任上①,两地相

距甚远,频繁通信并不现实。 其中第四首尺牍提到:“来兵王告者,极忠

厚。 方某流离道路时,告奉事无少懈,又不惮万里再来。” (卷五二,第
1539 页)在苏轼谪居惠州期间,两人之间的通信机会大抵仅此一次,而作

为对张耒来信的回复,苏轼的四纸复书实际上也正是由返程的王告送至

宣州的。
需要注意的是,彼此之间语义连贯的篇目未必就能组成完整的复书,

例如《与程正辅七十一首》其二十三、其二十四,前首云“院旁有一陂,诘
曲群山间,长一里有余。 意欲买此陂,属百姓见说数十千可得。 稍加葺筑,作
一放生池。 囊中已竭,辄欲缘化。 老兄及子由齐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

成此事”,而后首则云“此中湖鱼之利,下塘常为启闭之所,岁终竭泽而

取,略无脱者。 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筑下塘,永不开口,水涨溢,即听其自

在出入,则所活不赀矣”(卷五四,第 1598 页),两首尺牍皆以修筑放生池

一事为主题,显然当属于同一复书,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两首尺牍又均为

不作寒暄问候的别纸,将两幅别纸加以拼合,得到的复书自然难称完整。
至于复书中缺失的第一纸,可能已经散佚,也可能虽仍传世,但因为相关

证据不足,无法得到辨识,个中实情,难以断言。 此外,卷五二《与王定国四

十一首》其十三、其十四,卷五八《与朱振二首》,卷六一《与通长老九首》其
四、其五等,亦皆属此类,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复书还原的局限性。

总之,依据苏轼尺牍的具体编年以及篇目之间的连贯性,可以将别纸

与相应的第一纸加以系联,进而实现复书的还原。 按此方法还原复书,自
然难免有所遗漏,但所得的成果仍然相当可观,以《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为
例,其中的一与二,五与六,十二与十三,十四与十五,十六与十七,二十三

与二十四,二十五与二十六,三十七与三十八,四十二与四十三,五十与五

十一,五十二与五十三,五十六、五十七与五十八,六十一与六十二,皆可依

次组成复书,所涉篇目已近四成。 在苏轼写给其他人的尺牍中,这一比例

可能还会更高,例如《与孙子发七首》及《与程彝仲六首》,均可以将全部篇

目整合为三通复书:前者之分组为一与二,三与四,五、六与七,后者之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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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张耒撰,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附录一,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999 页。



为一与二,三与四,五与六。 这些例证不仅可以证实上述还原方法的普遍

有效性,同时也显示出苏轼对复书形式的频繁使用。
对于尺牍研究而言,复书还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编年方面。 复书的

还原固然要以编年为基础,但还原一旦成功,则往往又可以为更加精确的

编年提供新的依据。 例如《与杜道源二首》,前首有云“江令竟不肯少留,
健决非庸人所及也”,后首有云“此中凡事如昨,其详,托江令口陈”(卷五

八,第 1757 页),可见两者必属同一复书。 又前首云“别来又复初夏”,据
此,可将其系于苏轼与杜道源同游武昌的次年初夏,即元丰四年(1081)
四月。 后首中虽并无明确的编年信息,然而两首尺牍既然属于同一复书,
那么也就必然作于同时,因此后首亦应被系于元丰四年四月。 又如《与

庄希仲四首》其一云“某少留仪真,旦夕出江,瞻企逾邈,怅焉永慨”,其二

云“遽承差借三卒,大济旅途风水之虞,感戴高谊,无以云谕”(卷五八,第
1764 页)。 不难发现,其二中“大济旅途风水”的感慨正与“旦夕出江”时

的情境完美契合,可见两首尺牍亦属于同一复书。 《苏轼全集校注》 据

“少留仪真,旦夕出江”之语将前首系于绍圣元年(1094)五月,苏轼南迁

途中泊仪真之时,又据后首中的“适暑毒,不佳” 之语将其系于同年六

月①。 前首的编年准确无误,但单据“暑毒”一词将后首系于六月则稍显

武断。 事实上,作为一通复书的不同纸幅,后首必然与前首作于同时,由
此,可知其亦作于绍圣元年五月,至于“暑毒”一词,其实与五月的气候并

不相悖,因此也并不构成疑点。
就苏轼尺牍编年现状而言,同一复书中不同纸幅间的连贯意味实际

上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不过,因为编年者未能从复书角度认清其间的

关系,这些篇目往往会被强行地区分出先后次序。 例如《答刁景纯二

首》,《苏轼全集校注》于第一首题下注云:“此首与下首皆述及吴兴(今浙

江湖州),皆与苏轼知湖州而‘以罪去’有关,惟文意一隐约一明朗而已。
故二首当作于同时而略有先后。”②此条注文敏锐地注意到两首尺牍间的

密切联系,但其认定两者“当作于同时而略有先后”,则显然属于误解。
又如《与朱行中十首》其三、其四,《苏轼全集校注》于其四题下注云:“前

书已云‘承旌驭已至,即欲走谒’,本书乃陈述‘服帽请见’之缘由,故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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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烈等校注:《苏轼全集校注·苏轼文集校注》卷五八,第 6423—64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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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同时而稍后。”①其失误与前例相同。 总之,在对苏轼尺牍进行编年时,
应摒弃不同尺牍写作时间必有先后的传统观念,将属于同一复书的篇目

果断地系于同时。

三、从复书角度看苏轼尺牍在不同版本间的分合歧异

苏轼尺牍的版本系统极为复杂,而在不同的版本之间,篇目的分合往

往存在歧异:在此版本中合为一篇者,在彼版本中或分为多篇;在此版本

中分为多篇者,在彼版本中或合为一篇。 这种分合歧异为苏轼尺牍的研

究带来诸多困惑,不过,若能从复书角度对这些分歧加以审视,则不难发

现其中的根本原因,而相关的困惑自然也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探讨分合歧异之前,首先需就苏轼尺牍诸篇目的性质再做说明,如

前文所述,苏轼尺牍以“帖”为基本单位,亦即一首尺牍对应着书信的一

纸,不过,在众多篇目中,也存在着少量将多纸复书视为一首尺牍的特例,
如《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八,全文长一千余言,且篇末云“信笔乱书,无
复伦次,不觉累幅”(卷五二,第 1518 页),可见其属于一通包含多张信纸

的复书。 也就是说,苏轼的复书在被编入文集时,虽然在多数情况下都会

被拆解为多首尺牍,但也有可能被视为一首尺牍,从而保留其合并形态,
而这种拆解与合并的双重可能性正是苏轼尺牍在不同版本间分合歧异的

根源。
这种分合歧异在诸多篇目中皆有体现,例如《与冯祖仁十一首》 其

三、其四,文云:
某启。 昨日辱远迓,喜慰难名。 客散,已夜,不能造门。 早来又

闻已走松楸,未敢上谒。 领手教,愧悚无地。 至节,想惟孝思难堪,奈
何! 奈何! 来晚当往慰。 不宣。

节辰蒙惠羊边、酒壶,仁者之馈,谨以荐先,感佩不可言也。 (卷
五五,第 1636 页)

《苏轼文集》于后首出校语云:“此首全文,《大典》 《七集·续集》卷四附

上首之后,与上首为一首。”不难发现,两首尺牍属于一通复书,而这种分

与合的分歧本质上是不同版本对于复书处理方式的差异导致的:《苏轼

文集》的底本《苏文忠公全集》将复书中的两纸分列为两首尺牍,而《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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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与《东坡续集》则将其合为一首。 此外,《与孙子发七首》其六、其七

也存在类似的分合歧异,其后首校语有云:“此首尺牍原接上首之后,另
行起。 《七集·续集》卷六独立成篇。 味此尺牍之意,似为上首尺牍正文

后之附语。 然上首尺牍原迹犹在,并无附语。 疑此尺牍为另一尺牍之附

语,另一尺牍正文已佚;今亦独立成篇。” (卷五六,第 1687 页)校语认识

到两首尺牍间的密切联系,确为有见,但将后首推断为附语则颇可商榷:
后首尺牍实际上当为前首的别纸,如此,则前首原迹中“并无附语”的现

象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 在苏轼尺牍中,类似的案例远不止此,例如

《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八、其九在《东坡先生外集》 《苏文忠公全集》中

皆各自独立成篇,而在《东坡续集》中则被合为一首;《与李公择十七首》
其十二、其七在《苏文忠公全集》中独立成篇,而在《东坡先生外集》《东坡

续集》中皆被合为一首;《与程彝仲六首》其五、其六在《苏文忠公全集》中

被合为一首①,而在《东坡先生外集》《东坡续集》中则独立成篇;《与陈承

务二首》在诸本中皆独立成篇,但在景泰元年(1450)朝鲜刊本《欧苏手

简》中则被合为一首,后世的日本天明元年(1781)刊本《新刻欧苏手简》
则又将其分为两首。 凡此种种,皆可以用复书的分与合加以解释。

此外,还有一些篇目间的分合歧异本质上属于别纸与别纸的分合,例
如《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四十六,其文云:

某再启。 别谕,具感知爱之深,一一佩刻。 董田已遣人去问,宜
兴亲情若果尔,当乘舟径往成之。 然公欲某到吴兴,则恐难为,不欲

尽谈,唯深察之。 到南都,欲一状申礼曹。 凡刊行文字,皆先毁板,如
所教也。 有监酒高侍禁永康者,与之外姻,闻亦甚谨干,望略照庇,如
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卷五一,第 1490 页)

《苏轼文集》校语指出:“《大典》《七集·续集》卷四自“有监酒”以下三十

二字,为另一首尺牍,独立成篇。”“有监酒”云云在内容上相对独立,且其

中并无寒暄问候之语,当属别纸无疑,不过,前段内容以“某再启”起首,
显然同样也属于别纸。 也就是说,此首尺牍实为一通复书中两张别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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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将其拆分为二首,并有校语云:“本则尺牍后,原尚有“轼与幼累皆安”
云云九十七字,今据《补续全蜀艺文志》、《七集·续集》卷五、《外集》卷六十九,独
立成篇(即下则尺牍)。 本则与下则,《七集·续集》题作《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卷五六,第 1752 页。)



总和,至于其中的第一纸,或即为《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四十五①。 此

外,《与王定国四十一首》其三十一在《东坡先生翰墨尺牍》 《东坡先生往

还尺牍》中皆被分为两首;《与钱济明十六首》其五则在《东坡续集》 《东

坡先生外集》中被分为两首,这些案例亦属同类,皆应被视为别纸之间的

分合。
苏轼尺牍中的分合歧异亦有单纯由编者之疏误所致者,例如《与孙

子发七首》其二、其三,文云:
贵眷各计安胜,公宇已令粗葺,什物粗陋,然亦粗足。 更有干,示

喻。 途中幸不滞留,早到慰勤迟,幸也。
人还,辱教,具审别后起居佳胜,贵眷各康宁,至慰! 至慰! 某到

邢甚健。 忝乡且亲,平时不为不知公,因此行,观公举措,方恨前此知

公未尽,勉进此道为朋友光宠。 余惟万万以时自爱。 (卷五六,第
1685 页)

在《苏轼文集》的底本《苏文忠公全集》中,两首尺牍被合为一首,《苏轼文

集》以《东坡续集》为据,对其进行了拆分。 与上述诸例不同,《苏文忠公

全集》对这两首尺牍的合并实际上并无道理可言。 两首尺牍中,前首属

于别纸,而后首中有“具审别后起居佳胜”之语,可知其当为单书或复书

之第一纸,将其次于别纸之后,有悖于复书的基本结构。 何况前首中的

“贵眷各计安胜”与后首中的“贵眷各康宁”语义重复,这样看来,两者显

然并不属于同一复书。

四、余论

需要补充的是,本文所总结的别纸鉴定与复书还原方法并非仅适用

于苏轼一人,对于宋代其他尺牍名家如欧阳修、黄庭坚、李之仪等人的作

品,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鉴定乃至还原。 例如欧阳修《与冯章

靖公八首》其五有云“自承移镇金陵,遂疏奉问”,其六有云“闻金陵有数

厅梁、陈碑,及蒋山题名甚多,境内所有,幸为博采以为惠,实寡陋之益

也”②;黄庭坚《与运使中舍书五首》其四有云“既至海昏,平生所闻云居

山川胜绝,而未尝到,遂勇为一往,辄留半月余”,其五有云“惟清道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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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滕达道六十八首》其四十五与其四十六在内容上联系明显,然两首尺牍重复性

太强,若二者同属一通复书,似不应重复如此,姑存疑。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六,中华书局,2001 年,第 2383—2384 页。



云居养道深粹,不问亲疏,恨公未识之耳”①;李之仪《与荣天和手简八

首》其二有云“村落间别是一种意味,忽忽几不欲舍之而去,岂鹿豕之游,
天所赋邪”,其三有云“素不习田亩间事,既来,顿觉有味。 似是本来境

界,亦不自知其然也”②。 以上三组尺牍在内容上皆显示出明显的连贯意

味,且均由包含寒暄问候语的第一纸与不含寒暄问候语的别纸组成,因此

可以依据相同的逻辑加以拼合,恢复其原始的复书形态。 此外,与《东坡

先生往还尺牍》以“〇”标示别纸的体例相近,黄庭坚尺牍专本《山谷老人

刀笔》中也有用以标示复书的独特标号体例③。 与常规的标号方式不同,
对于寄与同一受书人的不同篇目,《山谷老人刀笔》并未从头至尾逐次标

号,而是多以“又”字相区隔,其中标有序号者仅为少数。 另一方面,标有

序号的篇目,其序号数字也并非一味增加,而是会在达到某一上限后重归

于一,呈现出周而复始的面貌。 例如《山谷老人刀笔》卷一《与洪驹父九

首》,除第一首直接以“与洪驹父”领起外,其余八首依次标有“又” “又”
“又”“又一”“二”“又一” “二” “三”,又如卷二《与潘邠老十一首》,除第

一首外,其余十首依次标有“又”“又一”“二”“三”“又”“又一”“二”“又”
“又”“又”。 通览《山谷老人刀笔》,对相关篇目的形式及内容连贯性加

以综合考察,可以发现凡是标有序号的篇目均为编者所认定的复书,其中

标“一”者为第一纸,标“二”者为第二纸,标“三” “四”者皆可依此类推,
这种独特的标号体例可以为黄庭坚复书的研究提供巨大助力。

总之,复书是宋人尺牍所普遍采用的书信形式,而本文所总结的别纸

鉴定与复书还原方法,实际上正可以作为复书研究的通法。 另一方面,诸
家尺牍在编排体例、形式细节等方面也可能存在与复书相关的变数,因
此,在运用通法考察复书情况之余,亦必须对此类变数予以重视。

【作者简介】李盛尧,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宋代文学与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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